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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河上游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及驱动因素

苏常红∗，王亚璐
山西大学黄土高原研究所，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选择的加剧，生态系统服务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 以汾河上游流域为研究区，
以遥感影像、气象、土壤、统计数据及专题地图等为数据源，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平台，采用 ＣＡＳＡ、ＩｎＶＥＳＴ 等模型，评价了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８ 年汾河上游流域泥沙截持、产水量、ＮＰＰ、固碳释氧、粮食生产五项生态系统服务变化情况；同时，整合人口、居民点、道路定

量评价了研究区 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０８ 年人类活动强度，并采用 ＳＰＳＳ 典型相关分析方法（ＣＣＡ），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自然与人文驱动因

素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间，研究区五项生态系统服务变化明显。 其中，泥沙截持服务减少 ４３．３０ ｔ ／ ｈｍ２，减少

范围占整个流域 ８７．５％，只有北端局部区域有所增强；产水服务增加 ４．７４ ｔ ／ ｈｍ２，产水服务增加的区域占到了流域总面积的

８９．６％；ＮＰＰ 生产服务增加 ０．８６ ｔ ／ ｈｍ２，ＮＰＰ 增加的区域占研究区的 ９３．７％，仅边缘零星区域 ＮＰＰ 减少；固碳释氧服务与 ＮＰＰ 生

产服务呈现一致的时空格局，增加量达 ２．１８ ｔ ／ ｈｍ２，仅流域边缘零星分布减少的斑块；粮食生产服务总体上有所降低，下降幅度

为 １５．６５ ｋｇ ／ ｈｍ２，粮食生产减少的区域占到整个流域的 ６５％。 同期，该区域人类活动强度有所增强，人类活动指数（ＨＡＩ）由 ０．
１９ 增加到 ０．２１，呈现出北低南高的空间格局。 相关性分析表明，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前，人类活动与泥沙截持和产水服务呈现极显著

的正相关（ ｒ＝ ０．６３７∗∗和 ｒ＝ ０．６５６∗∗）。 典型相关分析则（ＣＣＡ）表明：影响泥沙截持服务的主要驱动因子是坡度，影响产水量的

主要因素是降雨量和温度；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两年间生态系统服务变化量的典型相关分析表明泥沙截持和产水服务受日照时数、相
对湿度、降雨等自然因子的影响，ＮＰＰ 生产 ／固碳释氧的主要影响因子为温度和坡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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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产生活必需品，还维持了地球生命支持系统，如保持物种多样性，净化

环境，保持大气平衡与稳定等。 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缺乏认识，对生态系统的过度使用

导致了生态系统服务的退化，对人类的安全与健康造成影响，并影响到区域和全球生态安全［１］。 随着“３Ｓ”空
间分析技术的发展，基于模型的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得以实现［２］；特别是随着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综合研究

的进展，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模型集成技术也逐渐发展起来（如 ＧＵＭＢＯ、ＭＩＭＥ 和 ＩｎＶＥＳＴ 等）；斯坦福大学等机

构联合开发了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通过预测不同土地利用情景下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实现了对多重生态系统服

务集成和权衡分析。
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变化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所驱动的复杂过程；这些驱动因素涉及自然、社会经济、以及人

为干扰等多个方面［３⁃４］。 探讨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及其驱动因素，有助于认识生态系统服务形成机理，实现生

态系统服务的可控化，在制定生态保护政策时发挥其驱动与反馈机制，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生态系统

服务驱动因素中，自然因素相对稳定，具有累积效应；而人文驱动因素尤其是社会经济驱动力相对更活跃，其
包含的因素也更为广泛复杂，存在着更多的不确定性且难以定量化。 生态系统服务驱动机制分析大致分定性

与定量两类方法；ｄｅ Ｌｉｍａ 等通过历史文献挖掘，定性分析了巴西大西洋沿岸森林景观格局变化及对生态系统

服务提供能力的影响，表明甘蔗 ／咖啡轮作、道路建设、贵重金属采掘是驱动当地生态系统服务的主要因素，从
历史来看，经济活动、乡村建设、城市化、旅游共同导致了区域生态系统服务退化［５］。 Ｗａｎｇ 等系统分析了退

耕还林 ／草政策下自然环境（降雨、温度、坡度）、社会经济（人口、耕地、收入、一二产比例、粮食产量、园艺作物

产量）、政策（政策监管区域、道路、粮食补贴、节水渠）等要素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驱动作用，并采用主成分方法

（ＰＣＡ）构建了生态系统服务驱动模型［６］；唐秀美等采用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了北京市生

态系统服务驱动因素，表明人口、ＧＤＰ、绿化率、三产、ＧＤＰ 能耗、城市化率是影响北京生态系统服务的主要因

素［７］。 此外，还有研究分析不同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影响进程中“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的转折点，对自然

与人文影响按时序进行“剥离” ［８］。
在生态系统服务诸多驱动因素中，人类活动定量化研究存在着较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政策、经济、文化

等因素难以定量化。 人类活动包含了直接因子（如土地利用变化、污染等）和间接因子（如人口、政治、经济、
文化、科技等）。 早期的人类活动强度研究多用单一的因素如人口、农业生产、资源开采、放牧等来表征人类

活动强度；联合国开发署（ＵＮＤＰ）于 １９９０ 年提出一个综合性的人类发展指数（ＨＤＩ）涵盖了人口密度、农田比

率、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城市化、政策等多个因素［９］。 此基础上，综合自然、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子构

建人类活动强度指标体系的研究逐渐开展起来［１０⁃１１］，但这些人类活动评价多缺乏空间定量化分析。 胡志斌

等［１２］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支持下，基于地理学自相关理论，选择居民点、道路、地形等因子，对岷江上游人类活动强

度实现了定量化空间表达。
本研究基于前人研究，采用 ＩｎＶＥＳＴ、ＣＡＳＡ 等生态模型对汾河上游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评估，搜集区域

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驱动机制进行定量分析；其中人文驱动因素的空间分析参照胡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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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１２］的方法，综合居民点、道路、人口等信息对区域人文驱动因素进行空间刻画。 通过研究，为汾河上游流域

生态保护规划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图 １　 汾河上游流域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ｎｈｅ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管涔山至太原上兰村以北的汾河上游

段，行政区域涉及宁武、静乐、岚县、娄烦、古交、阳曲及

太原市尖草坪区、万柏林区部分区域（图 １），共计 ８９ 个

乡镇，约 ７０ 万人口；地理位置为 １１１°２１′—１１２°２７′Ｅ，
３７°５１′—３８°５９′Ｎ 之间，流域长 １２６ ｋｍ，宽 ９３ ｋｍ，面积

５２５３．５６ ｋｍ２。 其中耕地面积 ２２０７ ｋｍ２、林地 １８２２ ｋｍ２。
地貌单元由丘陵沟壑、土石山区和河川阶地构成，地质

环境复杂，水土流失严重，流域年径流量 ６．８７ 亿 ｍ３；丘
陵沟壑区年均侵蚀模数 ６０８０ ｔ ／ ｋｍ２，属强度侵蚀，也是

汾河的主要沙源地。 流域气候特征属温带大陆性季风

气候，干旱少雨，日照充足，湿热同季。 本区工业基础薄

弱，支柱产业为种植业与养殖业。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的选择

针对汾河上游流域水土流失严重、区域工农业及生活用水的严峻形势，资源开采与毁林开荒造成的植被

破坏、黄土高原气候暖干化大背景、以及退耕还林等生态保护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等，本研究筛选了泥沙截

持、产水量、ＮＰＰ 生产、固碳释氧、粮食生产五类生态系统服务进行研究。
２．２　 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方法

２．２．１　 泥沙截持

采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下的 ＲＵＳＬＥ 模块对土壤保持服务进行评估：
Ａ ＝ Ｒ × Ｋ × ＬＳ × （１ － ＣＰ）

式中，Ａ 为单位面积减少土壤流失量（ ｔ ／ ｈｍ２），Ｒ 为降雨因子，单位（ＭＪ ｍｍ ｈｍ－２ ｈ－１），Ｋ 为土壤可蚀性因子

（ｔ ｈ ＭＪ－１ ｍｍ－１），ＬＳ 为地形因子，包括坡长因子和地面坡度因子，Ｃ 为植被覆盖因子，Ｐ 为土壤保持措施因

子。 本研究参照 Ｆｕ 等［１３］在黄土高原的研究成果，制订如下 Ｃ 值表（表 １）。

表 １　 汾河上游流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Ｃ 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ｎｈｅ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土地利用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 值 Ｃ ｖａｌｕｅｓ 土地利用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 值 Ｃ ｖａｌｕｅｓ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０．０９ 低盖度草地 Ｌｏｗｅｒ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０．３２

疏林地 Ｓｐａｒｓｅ ｆｏｒｅｓｔｌａｎｄ ０．１５ 居民点 ／ 建筑用地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 ０．２

灌木林地 Ｓｈｒｕｂ ｆｏｒｅｓｔｌａｎｄ ０．２２ 水体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ｙ ０

高盖度草地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０．１２ 耕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０．４７

中盖度草地 Ｍｅｄｉｕｍ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０．１８

２．２．２　 产水服务

采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中 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 模块，基于 ｂｕｄｙｋｏ 曲线和年均降雨量计算产水量［１４］，计算公式：

Ｙｘｊ ＝ １ －
ＡＥＴｘｊ

Ｐｘ

æ

è
ç

ö

ø
÷·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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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Ｙｘｊ指 ｊ 类土地利用类型的 ｘ 栅格的产水量，ＡＥＴｘｊ指 ｊ 类土地利用类型的 ｘ 栅格的实际蒸散发，Ｐｘ指 ｘ 栅

格每年实际降雨量。
２．２．３　 ＮＰＰ

ＮＰＰ 是基于 ＣＡＳＡ（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Ａｍｅｓ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过程模型来计算的；该模型综合考虑植物吸收的光

合有效辐射与光能转换率，同时考虑到光能利用率、土壤水分、降水量、平均温度等因素的影响［１５］。
ＮＰＰ （ｘ，ｔ） ＝ ＡＰＡＲ（ｘ，ｔ）·ε（ｘ，ｔ）

式中，ｔ 表示时间，ｘ 表示空间位置，ＮＰＰ （ ｘ，ｔ ）表示像元 ｘ 在 ｔ 时间的植被净初级生产力（ｇ Ｃ ｍ２月－１），ＡＰＡＲ（ｘ，ｔ）

表示像元 ｘ 在 ｔ 时间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ＭＪ ｍ２月－１），ε（ ｘ，ｔ ） 表示像元 ｘ 在 ｔ 时间的实际光能利用率（单位：
ｇＣ ／ ＭＪ）。
２．２．４　 固碳释氧

根据光合作用方程式 ６ＣＯ２＋６Ｈ２Ｏ →６Ｏ２＋Ｃ６Ｈ１２Ｏ６，植被生产的有机物、固定的 ＣＯ２以及释放 Ｏ２的比例

为 １∶１．４７∶１．０７，植被固碳释氧的量可以基于 ＮＰＰ 的计算结果换算得到［１６］。
２．２．５　 粮食生产

将县区统计部门获取的以乡镇为单元的粮食生产数据，除以乡镇面积换算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赋值到

汾河上游行政区划矢量图并转换为栅格格式，生成汾河上游流域粮食生产服务。
２．３　 生态系统服务驱动机制分析

本研究筛选降雨量、相对湿度、日照时数、气温等气象因子以及坡长和坡向地形因子；同时，选取道路、居
民点、人口等人文因素整合成综合性的人类活动强度指数。 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支持下对降雨量、相对湿度、日照

时数、气温等气象因子进行克里格插值；基于 ＤＥＭ 数字高程图，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中栅格表面数字分析模块中

的坡度坡向分析工具进行提取；所有自然因素栅格图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中 ｚ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工具分配到各乡镇供统计

分析。 基于 ＳＰＳＳ 软件，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ＣＡ）分析生态系统服务驱动

因子。
２．４　 人类活动定量化研究方法

整合人口密度、居民点、道路相关数据，制订综合性的人类活动强度指数（ＨＡＩ，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对 ３ 个因素进行权重分配居民点（０．３）、道路（０．３）、人口密度（０．４）。 首先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对纸质的县乡行政区划图、居民点、道路图进行矢量化。 根据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编码标准，
结合《山西省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集》对居民点和道路影响力进行赋值（表 ２，表 ３）。 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支持下，居
民点采用克里格方法进行空间插值；道路的插值采用线源距离衰减方法首先将道路按级别分级并计算其欧氏

距离，采用公式 ＦＥＮ＝道路分级影响力∗（１－实际距离 ／欧氏距离）计算各级道路影响力栅格图并进行加和，
生成研究区道路影响力栅格图。
２．５　 数据来源

土地利用图由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和 Ｃｂｅｒｓ⁃ ２Ｂ 多光谱影像从网上下载并进行目视解译，研究区 ＤＥＭ 从 １：５００００
地形图提取，土壤类型从当地农业部门获取，围绕汾河上游流域周围选取 ２１ 个气象站点，从国家气象科学数

据共享服务平台下载降雨量、相对湿度、日照时数、气温、蒸散量、太阳辐射等气象因子。 人口数据从研究区各

县（市、区）统计部门获取，乡镇行政区划图及居民点分布从各县（市、区）民政部门区获取。 道路图由山西科

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山西省地图册》及山西省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山西省分县地图册》进行提取（图 ２）。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格局

基于 ＤＥＭ 栅格图将整个汾河上游流域分成 ４７ 个子流域，泥沙截持服务结果以子流域为单元输出。 ２０００
年研究区的北部和西部泥沙截持服务较高，而中部区域较低。 ２００８ 年研究区西部泥沙截持服务除北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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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截持服务较高外，其他区域均较低（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间研究区泥沙截持服务有所降低，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８０．２８ ｔ ／ ｈｍ２降低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２３６．９８ ｔ ／ ｈｍ２；除区域北部局部区域有所增强外，占研究区 ８７．５％的区域呈现减

少态势；泥沙截持服务减少幅度从东北到西南递增。

表 ２　 不同级别居民点对应的影响力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居民点级别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ｉｔｅｓ

２０００ 年
Ｙｅａｒ ｏｆ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Ｙｅａｒ ｏｆ ２００８

居民点级别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ｉｔｅｓ

２０００ 年
Ｙｅａｒ ｏｆ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Ｙｅａｒ ｏｆ ２００８

尖草坪区 区 １８５０２ ２００００ 岚县 县 １６０９４ ２００００

街道 １３８７７ １５０００ 镇 １０８３６ １５０００

乡 ９２５１ １００００ 乡 ９０６０ １００００

村 ４６２６ ５０００ 村 ４５３０ ５０００

万柏林区 区 １８４１７ ２００００ 古交市 县级市 １８７３６ ２００００

街道 １３８１３ １５０００ 街道 １４６３８ １５０００

乡 ９２０８ １００００ 乡 ８２７１ １００００

村 ４６０４ ５０００ 村 ４１３６ ５０００

宁武县 县 １５６７７ ２００００ 娄烦县 县 １４５８７ ２００００

镇 １４９８４ １５０００ 镇 １２５６１ １５０００

乡 ７４６７ １００００ 乡 ７２９４ １００００

村 ３７３４ ５０００ 村 ３６４７ ５０００

静乐县 县 １９９４０ ２００００ 阳曲县 县 １９９９０ ２００００

镇 １４９５５ １５０００ 镇 １４９９２ １５０００

乡 ９９７０ １００００ 乡 ９９９５ １００００

村 ４９８５ ５０００ 村 ４９９５ ５０００

表 ３　 不同等级道路对应的影响力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ｒｏａｄ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道路等级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ｒｏａｄ

道路影响力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ｒｏａｄ

道路等级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ｒｏａｄ

道路影响力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ｒｏａｄ

高等级公路 Ｈｉｇｈ ｇｒａｄ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 １００００ 省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ｔｒｕｎｋ ｈｉｇｈｗａｙ ６０００

国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ｕｎｋ ｈｉｇｈｗａｙ ８０００ 县道 Ｃｏｕｎｔｙ ｒｏａｄ ３０００

高速公路 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 ８０００ 乡道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ｒｏａｄ ２０００

产水服务结果以子流域为基本单元输出。 ２０００ 年流域产水服务大致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格局，产水量

最高的区域集中于流域西部的岚县境内。 ２００８ 年产水量服务与 ２０００ 年空间格局有较大的差异，大致呈现为

北高南低的格局（图 ３）。 产水服务最高值集中于宁武和静乐区域内。 总体上产水服务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４６．３３ ｔ ／
ｈｍ２增加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５１．０７ ｔ ／ ｈｍ２。 栅格图层相减显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间产水服务增加的区域占整个汾河上

游流域的 ８９．６％，尤其是流域东北部的宁武境内的子流域产水量增加幅度最高。
ＮＰＰ 生产服务结果以栅格为基本单元输出。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８ 年两年间汾河上游流域 ＮＰＰ 生产服务均呈

现出周边高、中间低的格局，尤其以东南部区域 ＮＰＰ 生产服务最高（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间，ＮＰＰ 生产服务

平均值由 ４．０７ ｔ ／ ｈｍ２增加到 ４．９３ ｔ ／ ｈｍ２。 ＮＰＰ 生产服务增高的区域占整个研究区总面积的 ９３．７％；仅流域周

边零星区域 ＮＰＰ 呈减少态势。
固碳释氧与 ＮＰＰ 时空格局一致，总量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０．３４ ｔ ／ ｈｍ２增加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２．５２ ｔ ／ ｈｍ２。 固碳释氧

两年的变化量呈现出中间高边缘低的格局，尤其是流域南部区域固碳释氧增加量最为明显，流域边缘地方零

星分布固碳释氧减少的斑块。
粮食生产服务以乡镇为单元输出。 总体上研究区粮食生产服务有所降低，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７５．１１ｋｇ ／ ｈｍ２减

少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５９．４６ ｋｇ ／ ｈｍ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间除宁武静乐大部、岚县西部粮食增加外，占流域 ６５％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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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汾河上游流域河流居民点、道路，及行政区矢量图

Ｆｉｇ．２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ｐ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ｉｔｅ， ｒｏａ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ｎｈｅ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粮食生产服务减少。 从空间分布尺度来看，２０００ 年研究区粮食生产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格局，粮食生产较高

的区域主要位于流域西部岚县、静乐西部、娄烦北部以及尖草坪区；２００８ 年，粮食生产格局呈现北高南低的格

局，除岚县和宁武静乐西部区域外，古交市及阳曲县的北小店及西凌井乡粮食生产减少明显（图 ３）。
３．２　 人类活动强度（ＨＡＩ）

２０００ 年人类活动强度（ＨＡＩ）呈现北⁃南⁃东南逐渐增加的空间态势（图 ４），ＨＡＩ 最低区域主要位于流域北

部宁武县的舍庄（０．０５９）、涔山（０．０６１）、迭合寺（０．０９）、东马坊（０．１０）、东寨（０．１１）、圪廖（０．１１）、堂儿上

（０．１１）、怀道（０．１１）等乡镇，ＨＡＩ最高的区域主要位于流域东南部太原市区万柏林（０．５１）、尖草坪（０．４３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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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汾河上游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ｎｈｅ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及古交市西曲（０．３３）等乡镇。 ２００８ 年 ＨＡＩ 空间格局略有变化，呈现北⁃西南⁃中部⁃东南逐渐增加的空间态势，
ＨＡＩ 较低区域主要分布在流域北部宁武县余庄乡（０．０７１）、涔山乡（０．０７４），迭合寺乡（０．１１）；岚县的王狮乡

（０．１１）、梁家庄乡（０．１４）；娄烦县的米峪镇（０． １３）、盖家庄乡（０． １４）、马家庄乡（０． １４）、古交市的岔口乡

（０．１４）；ＨＡＩ 最高值位于太原市区的万柏林区（０．５０）和尖草坪区（０．４４）。 从时间上来看，ＨＡＩ 总体平均值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０．１８ 增加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０．２１；ＨＡＩ 随时间增加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宁武县和静乐县搭界的堂儿上和娑

婆乡等乡镇，而流域西南部岚县、娄烦县部分区域 ＨＡＩ 明显减少，太原市区万柏林和尖草坪区 ＨＡＩ 也略有降

低。 总体上，城市化程度高的地方人类活动强度相对较高。
３．３　 生态系统服务驱动因素分析

气象因素中只有气温在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呈现出相似的北低南高的空间格局，其他因素如年降雨量、相
对湿度、日照时数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８ 年间有较大的变化（图 ５）。 年降雨量和相对湿度由 ２０００ 年的西高东低变

为 ２００８ 年的北高南低，日照时数由 ２０００ 年的东北高西南低变为 ２００８ 年的南高北低。 坡向和坡度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变化不大；道路影响力、居民点影响力、人口密度在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均呈现相似的东南高西北低的

格局，但区域内变化幅度有所增大。
典型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图 ６），２０００ 年第一个典型变量将泥沙截持服务从其他服务中区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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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汾河上游流域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８ 年人类活动强度

Ｆｉｇ．４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ＨＡＩ）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ｎｈｅ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ｉｎ ２０００ ａｎｄ ２００８

（０．９６１）；自变量组中对应的解释变量是坡度（０．８３２）。 第二个典型变量将产水量分离出来（０．９５５），其对应的

解释变量是降雨量（０．８４９）。 ２００８ 年分析结果与 ２０００ 年类似，第一个典型变量将泥沙截持服务分离出来

（０．９５９），其对应解释变量为坡度（０．９６０）；第二个典型变量将产水服务分离出来（０．９７７），对应解释变量为降

雨量（０．８３７）与温度（０．７９８）；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２００８ 年温度对产水量影响凸显出来。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两年差值的

典型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泥沙截持服务（０．９６４）与产水量服务（０．８９３）受日照时数（０．８５６）、相对湿度（０．８４０）
和降雨（０．７３５）等自然因子的影响较大；第二个典型变量表明 ＮＰＰ 生产 ／固碳释氧（０．９７０）对应的解释变量为

温度（０．６８５）和坡向（０．６５２）。
３．４　 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关系分析

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权衡与协同关系。 本研究基于 ＳＰＳＳ 统计分析软件，
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显著性双尾检验对 ＮＰＰ 生产、泥沙截持、产水量三类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活动强度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间的变化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表 ４）。 从生态系统服务总量看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间泥沙截持量降

低，而产水服务则呈现增加，二者呈现一定的权衡关系，但在空间耦合性上，二者又呈现一定的正相关；粮食生

产和 ＮＰＰ 与二者的关系不显著。 人类活动强度与泥沙截持和产水量呈正相关关系。 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协

同有复杂的地域性特征，岚县、娄烦、市区（尖草坪区和晋源区）与流域全域呈现相似的关联特征，即泥沙截持

下降，ＮＰＰ 生产和固碳释氧增加；古交市与阳曲县呈现出泥沙截持与粮食生产下降的同时 ＮＰＰ 生产与固碳释

氧呈现增加态势；而宁武则呈现出四类生态系统服务均增加的协同格局（图 ７）。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结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间，泥沙截持服务减少了 ４３．３０ｔ ／ ｈｍ２，除北部宁武县部分区域增加外，占流域 ８７．５％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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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汾河上游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及驱动因素的典型载荷

Ｆｉｇ．６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ｌｏ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Ｆｅ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Ｘ１，降雨量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Ｘ２，相对湿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Ｘ３，日照时数 Ｓｕｎ ｈｏｕｒ；Ｘ４，温度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Ｘ５，坡度 Ｓｌｏｐｅ；Ｘ６，坡向 Ａｓｐｅｃｔ；Ｘ７，道路

Ｒｏａ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Ｘ８，居民点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ｉｔｅ；Ｘ９，人口密度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Ｙ１，泥沙截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Ｙ２，产水量 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Ｙ３，净初级

生产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Ｙ４，固碳释氧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ｘｙｇ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Ｙ４，粮食生产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表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间生态系统服务之差的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００ ａｎｄ ２００８

人类活动强度
ＨＡＩ

泥沙截持
ＳＲＥＴ

产水服务
ＷＹ

净初级生产
ＮＰＰ

固碳释氧
ＣＳＯＰ

粮食生产
Ｇｒａｉｎ

人类活动强度 ＨＡＩ １ ０．６３７∗∗ ０．６５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２１０

泥沙截持 ＳＲＥＴ ０．６３７∗∗ １ ０．７９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０ ０．１５６

产水服务 ＷＹ ０．６５６∗∗ ０．７９０∗∗ １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５ ０．２３２

净初级生产 ＮＰＰ ０．０３１ －０．０８０ －０．０６５ １ １ －０．２８９∗∗

固碳释氧 ＣＳＯＰ ０．０３１ －０．０８０ －０．０６５ １∗∗ １ －０．２８９∗∗

粮食生产 Ｇｒａｉｎ ０．２１０ ０．１５６ ０．２３２ －０．２８９∗∗ －０．２８９∗∗ １
　 　 ＨＡＩ，人类活动强度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ＳＲＥＴ，泥沙截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ＷＹ，产水量 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ＮＰＰ，净初极生产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ＳＯＰ，固碳释氧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ｘｙｇ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在 ０．０１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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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汾河上游流域各县区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协同关系

Ｆｉｇ．７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 ｓｙｎｅｒｇｉ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 Ｆｅ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截持服务减小，减小幅度从北到南依次加大；同期产水服务增加了 ４．７４ｔ ／ ｈｍ２，除西南局部地区有所减少外，占
流域 ８９．６％的区域产水服务增加；ＮＰＰ 生产服务增加了 ０．８６ｔ ／ ｈｍ２，仅流域边缘零星区域 ＮＰＰ 生产服务减小，
占流域 ９３．７％的区域 ＮＰＰ 生产服务增加；固碳释氧服务与 ＮＰＰ 生产呈现相同的时空格局，两年间增加了

２．１８ｔ ／ ｈｍ２。 粮食生产服务总体上减少了 １５．６５ｋｇ ／ ｈａ，减少区域占到整个流域的 ６５％。
相关性分析表明，泥沙截持与产水服务在空间上呈现一定的协同关系，这可能与二者在形成机理（生态

水文过程）上的重叠有一定的关系；泥沙截持服务和产水服务共同受到土壤⁃植被⁃大气系统，以及径流、入渗、
蒸发等水文过程等的影响。 生态系统服务间消长关系具有复杂地域特征，除流域北端宁武呈现出各服务协同

关系外，其他区域泥沙截持服务与 ＮＰＰ 生产服务及固碳释氧呈现出权衡的关系。
人类活动强度空间格局与城市化程度呈一定的正相关，由北向南依次升高；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间，人类活动

由 ０．１８ 增至 ０．２１；增加幅度最高的区域位于北部宁武、静乐交界处，流域西南部岚县、娄烦以及万柏林区和尖草

坪区人类活动强度有所降低。 相关性分析表明，人类活动强度与泥沙截持和产水量二者呈正相关，表明由于退

耕还林还草及城市生态建设等生态保护工程的实施，人类活动趋于合理，对泥沙截持和产水量有积极的影响。
典型相关分析表明地形在影响泥沙截持服务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降雨和温度对产水服务起着重要作用；

年际间变化典型相关分析表明，日照时数、相对湿度、降雨等共同驱动了泥沙截持服务和产水服务，而温度和

地形对 ＮＰＰ 生产及固碳释氧服务有重要影响。
４．２　 讨论

生态系统服务作为联系自然环境与人类福祉的的桥梁，对其进行驱动机制分析是实现区域生态系统科学

管理、协调人地关系，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１７⁃１８］。 非生物环境（地理特征、地形地貌、气候、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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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生物特征（动植物微生物区系），生态过程（光合、呼吸、蒸散发、有机质分解、生物地化循环等）是生态系

统存在的基础，也是生态系统服务形成的条件［１９］。 生态系统服务驱动因素与其依存的生态过程密不可分，本
研究生态系统服务驱动分析结果与各类生态服务生态过程有很强的一致性，如产水量作为降雨量扣除蒸散发

后剩余的分量，降雨量是其中重要的输入参数，同时蒸散发本身又与降雨量和温度密切相关；泥沙截持服务评

估 ＵＳＬＥ 模型中，地形因子（坡长坡度）是重要的输入参数，对泥沙的输出具有决定性影响；ＮＰＰ 生产服务评

估所应用的 ＣＡＳＡ 模型本身就是基于遥感数据、温度、降水、太阳辐射、植被、土壤数据共同的光能利用率模

型，坡向和温度对植被吸收光能有效辐射具有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在驱动机制中

较强的适用性；
作为间接影响因素，人类活动通过影响生境、生态系统结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来影响生态系统过程进而

影响生态系统服务。 汾河上游流域作为传统的资源开采区，矿区和城市区并存，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的因素繁

多，选择合适的人类活动表征指标困难，简单的土地利用变化不能客观反应人类活动的内涵，而资源开采的数

据尤其是私挖乱采的数据无法获取，对人类活动定量刻画的准确性造成了影响。
生态系统服务的尺度依赖性及影响因素空间单元的不一致也给生态系统服务驱动机制分析带来了很多

困难。 研究表明，随着研究尺度的加大，生态系统服务驱动因素有从自然因素为主向社会经济因素为主转换

的特点［２０］；这种尺度依赖性一方面可能与生态系统服务本身尺度特征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尺度分析中

的粒度有关［２１］。 驱动因素中自然因素数据多基于自然地理单元，而人文因素数据多基于行政单元，空间单元

上的不匹配势必影响结果的确定性；自然和社会经济数据的有机整合也是生态系统服务驱动机制及人地关系

等复合生态系统研究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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